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分析：以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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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新区是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载体。探究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构建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机制和协同创新模式对协同创新绩效影响机理模型，并以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采用该区创新型企业、高校和政府等相关人员的问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逐层回归分析进行路径检验。实证研究发现，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机制和协同创新模式对协同创新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协同创新机制在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协同创新模式的4个维度在协同创新环境与协同创新绩效关系中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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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tech zon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making China a country of innovato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onstructing high-tech zone,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from innovative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and etc. from Donghu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this paper builds an influencing mechanism model which contain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mechanism, modes, and performance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SEM and regression.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mechanism, and mod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plays a mediator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 and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s (i.e. strategic alliance, technology patents, R&D outsourcing, and collaborative elements transfer) play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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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目标[1]，而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是世界各国建设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战略选择。伴随着改革开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为国家经济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和企业竞争力增强提供了重要保障和关键支撑[2]。据《201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显示，2016年我国拥有146个国家级高新区，总产值达19.68万亿元[3]——该文献为2014年的年鉴？另外，在此处补注所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具体页码。这些高新区科技资源丰富、科技成果密集，通过集群内部创新资源要素的有效协调，以及创新主体的协同配合来驱动经济发展[4]。在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中，产业作为载体，推动创新资源不断集聚、创新技术不断更新、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从而提供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原动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作为主体，其良好的协同创新机制影响着高新区协同创新绩效，关乎创新资源转化效果，是产业创新持续发展的强劲推动力[5]。因此，高新区是推进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载体，也是区域创新驱动和协同创新的生动实践。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经济结构层面丰富协同创新模式，从区域层面提升协同创新能力，从产业层面提升协同创新绩效，成为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虽然现阶段我国高新区的创新基础有所改善，但在高新区协同创新过程中还存在着协同创新环境与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模式无法发挥最大协同创新绩效的困境，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长期以来存在着创新体系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创新环境不匹配等诸多现实机制体制问题。因此，厘清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挖掘内部创新主体影响路径，探寻提升高新区协同创新绩效的针对性举措，对于扩展和深化高新区创新能力及经济贡献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1989年Freeman[6]将协同和创新组合研究以来，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商界均意识到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在创新活动中，技术创新模式基本遵循着从线性模式向平面模式再到立体网络模式的跨越[7]，而协同创新大部分建立在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产学研融合上，因此，对协同创新的研究也相应地遵循着由线到面的探索路径。Persaud[8]从企业角度出发，认为协同创新是为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多个参与者基于研发合作而构成线性关系的协同过程。首先是创新企业内部资源的协同，包括产品、工艺、营销等因素，创新企业可以根据创新水平和产业分类来促进协同效应[9]。其次是创新企业和服务中介机构的协同，Zhang等[10]基于我国技术集群的创新企业样本，提出创新企业和服务中介机构的协同能够更加充分支持产品创新；此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包括“企业-企业”“企业-研究组织”“企业-政府”的协同创新情况[11-12]。随着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与某个组织的线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13]。陈劲[14]提出协同创新应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高校、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创新平台等多元主体为实现重大创新而开展协同互动，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的密切合作，实现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和非线性效用。协同创新网络超越了传统产学研的边界，具有复杂性、动态性、自增益性等特征[15]。一些学者基于协同创新多元主体的网络特性，在三重螺旋、跨区域协同等层面探讨了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和演化进程等诸多问题[16-17]。
与协同创新研究路径类似，学者们对协同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广泛聚焦于企业，大致上基本依据网络和集群两类框架[18]。实际上，创新企业总是嵌于不同的主体、行为和资源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创新网络中，如创新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或产业联盟、创新企业与外部创新资源构成知识创新链等，这些都有利于提高企业协同创新能力[19]。协同创新网络作用机制除了依赖知识网络的连接程度，还取决于节点本身能力强度和耦合情况，比如企业管理者的创新意识在协同创新中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20]；创业者的学习能力和社交网络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21]；创新网络的关系维度，如网络规模、强度、内容、密度、嵌入性等等，均会不同程度影响协同创新网络作用机理[22-23]。相对于以企业为中心的协同创新网络，产业集群更强调在特定区域相关企业、供应商、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组织机构所组成的群体，是一种新的空间组织形式[24]。学者们对于不同的集群形式协同创新影响机理开展了具体研究，如边慧夏[25]凝练了高新区地方协同发展的内涵，并分析了区域因素、园区因素、企业因素和资源流动因素对高新区协同创新的影响；罗月领等[26]则以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为例，提出了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王文亮等[27]基于扎根理论发现，创新生态环境、创新生态保障、创新生态动力、创新生态能力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机制的四大影响因素，进一步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机制影响因素模型，并对模型机理进行具体阐述。
归纳而言，现有研究大部分以企业为研究主体，侧重于关注产业集群、创新中心等创新集聚区域的协同创新影响机制。虽然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是高新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但要使得高新区中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多方主体实现良好协同创新绩效，还需要以系统的观点整体审视。另外，目前聚焦于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的研究不多，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架构，特别是从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区域层面把握高新区协同创新的影响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基于协同创新视角，构建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模型，并以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东湖高新区）为例，在对示范区创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等相关人员深度访谈和问卷调研基础上，寻求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模式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和调节机制，以期为东湖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提供建议启示。
2   研究假设

2.1 协同创新环境与协同创新绩效

创新环境是指在创新过程中影响创新主体进行创新的各种外部因素的总和[28]，主要包括政策支持、中介服务、金融支持和保险服务等方面。创新环境直接决定着创新效能，对产学研创新战略协同度和协同参与度有着显著影响[29]，也关系着高新区的创新体系、创新平台建设。一个良好的协同创新环境，相关政策能够很好适配高新区的创新需求，在保障公平的同时提供便捷效率的服务；同时，相关的组织机构能够最大程度保障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由此打破创新资源之间的壁垒，使得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等创新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顺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共享创新资源，实现知识、专利、技术等创新成果按需流动，保证科技成果能够最大程度、最快效率地完成转化并创造价值。因此，协同创新环境不仅能够为产学研深度协同提供基础，更能不断促进创新要素深度发展[30]，从而发挥高新区内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整体协同效应，最终促进高新区协同创新绩效的提升。由此，作出如下假设：

H1：协同创新环境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2.2 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环境与协同创新绩效

高新区需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多个主体投入各自优势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在政策、中介、金融、保险等协同支持下共同进行产业研发活动[31]。协同创新机制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动力机制[32]，与创新环境一样都是影响协同创新实现的主要因素。高新区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探索创新体系改革，而改革的根本在于创新体制机制改革[33]。良好的协同创新机制在高新区建设过程中具有正向影响，创新机制的确定将影响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的作用[34]。协同创新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担机制、文化机制和沟通机制，各个机制作为整体对高新区的建设产生影响，如激励机制是协同创新的主要动力[35]，利益分配机制涉及到协同创新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关键问题，风险分担机制是协同创新持久发展的保障，沟通机制有利于消除或缓解协同创新中各主体信息不对称，文化机制为协同创新提供良好的创新氛围[36]。因此，作出如下假设：

H2：协同创新体制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H3：协同创新环境对协同创新机制有正向影响。

H4：协同创新体制在协同创新环境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3 协同创新模式、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绩效

在协同创新背景下，协同创新模式逐渐趋于创新资源集成化和主体协同化，需要高新区内部主体之间进行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机制的协同[12]。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企业作为协同创新受益者从高新区获得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又作为协同贡献者营造良好协同创新环境[37]，因此，协同创新模式更多是指企业在创新实践中结合自身创新资源，基于研发需求，通过与其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政府等高新区主体协作所形成的各种创新方式[13]。受到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经济水平、创新资源等因素影响，按照创新主体进行区分，可以将高新区建设的创新模式确定为企业为主体型、依托高校科研型和其他组织驱动型[38-39]。因为企业在高新区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借鉴企业在协同创新中常见模式，将高新区的协同创新模式归纳为战略联盟、技术专利、研发外包、要素转移4类。尽管不同的协同创新模式的行为主体和资源共享方式不同，但高新区中各类主体之间的创新方式更能有效催化创新环境资源、发挥更大创新绩效[40]。因此，提出假设：

H5：协同创新模式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H6：协同创新模式（H6a:战略联盟模式；H6b：专利技术模式；H6c：研发外包模式；H6d：要素转移模式）在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绩效中起到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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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提出高新区建设影响机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改正：图内假设变量中字母“H”改为斜体。
图1  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假设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度

本研究以现有成熟量表为基础，结合高新区实际特点设计问卷，测量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模式和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研究成果上，通过归纳总结形成初步的测量指标（如表1），为后续结构方程模型及线性回归方程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协同创新环境的测量主要依据Martinez- Román等[41]、Thorgren等[42]、熊肖雷等[29]人的观点，将协同创新环境进一步凝练为政策支持、中介服务、金融支持和保险服务4个观测指标。协同创新机制的测量主要借鉴López-Martínez等[43]、Macher[44]、夏红云[45]对协同机制的研究成果，包含激励机制、沟通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担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和文化机制7个测量指标。按照功能主体和类型，协同创新模式一般划分为战略联盟模式、专利合作模式、研发外包模式和要素转移模式，依据Zeng等人[46]的观点，又将战略联盟模式划分为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盟共6个指标；而专利合作模式则根据Hagedoorn 等人[47]的观点并结合协同创新特性，划分为企业购买专利等3个指标；同样，依据Macher[44]、许庆瑞[48]等人的观点，对研发外包和要素转移模式进行细分。在高新区建设实施中，企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企业的协同创新绩效是整个高新区绩效极为重要的内容，这里借鉴Zhang等[10]、于晓宇等人[49]的研究成果，将协同创新绩效划分为创新速度和创新质量两个维度，以此来测定企业或高新区的创新成功程度。以上所有变量测度均采用Likert（李克特）5级量表设置，量表数据用来反映受访者实际判断，观测变量的属性和尺度为从1—5顺序分别代表“很不同意”至“很同意”。

表1  研究变量的设定与测量
	潜变量
	观测变量
	测量题项
	文献来源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题目
	

	协同创新环境
	A
	政策支持
	A1
	国家和当地对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
	Martinez- Román等[41]；Thorgren等[42]；熊肖雷等[29]

	
	
	中介服务
	A2
	科技园区、孵化器的服务功能和水平
	

	
	
	金融支持
	A3
	金融机构对产学研合作项目贷款优惠政策
	

	
	
	保险服务
	A4
	保险机构对产学研合作的支持力度
	


	协同创新机制
	B
	激励机制
	B1
	产学研合作方工作人员薪资待遇分配
	López-Martínez等[43]；Yong[？]；夏红云[45]

	
	
	沟通机制
	B2
	产学研协同合作沟通平台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B3
	产学研合作产品产权
	

	
	
	利益分配机制
	B4
	产学研合作成果利益分配
	

	
	
	风险分担机制
	B5
	产学研合作中市场风险分担
	

	
	
	资源共享机制
	B6
	产学研合作中优势资源共享
	

	
	
	文化机制
	B7
	产学研合作团队成员相互信任尊重
	

	协同创新模式
	
	战略联盟模式
	SA1
	与其他企业结成战略联盟
	Zeng等[46]

	
	
	
	SA2
	与研究机构结成战略联盟
	

	
	
	
	SA3
	与高校形成战略联盟
	

	
	
	
	SA4
	与政府机构形成战略联盟
	

	
	
	
	SA5
	与中介机构存在战略联盟
	

	
	
	
	SA6
	与金融机构存在战略联盟
	

	
	
	专利合作模式
	TP1
	购买专利
	Hagedoorn 等[47]

	
	
	
	TP2
	技术许可证
	

	
	
	
	TP3
	实际使用合作专利
	

	
	
	研发外包模式
	RO1
	科技项目外包
	Macher[44]

	
	
	
	RO2
	科技外包费占比
	

	
	
	
	RO3
	专门的研发企业和机构
	

	
	
	要素转移模式
	IF1
	企业技术要素
	许庆瑞[48]

	
	
	
	IF2
	知识要素
	

	
	
	
	IF3
	人才要素
	

	
	
	
	IF4
	资金要素
	

	协同创新绩效
	D
	创新速度
	D1
	企业或合作科研机构持续推出新产品
	Zhang等[10]；于晓宇等[49]

	
	
	
	D2
	企业率先引入新产品
	

	
	
	
	D3
	企业迅速发布新产品
	

	
	
	创新质量
	D4
	企业或科研机构开发出高质量的新产品
	

	
	
	
	D5
	企业能够适用新产品来渗透市场
	


3.2 问卷预测试

在正式问卷发放前对问卷进行预测试，对相关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并在预测试的基础上对测量量表进行修正。预调查主要采用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面向武汉高校MBA、EMBA和MPM等科技型企业、政府和教师等相关人员发放问卷60份，剔除答题时间明显过短（小于60 s）等无效问卷，共回收51份，有效回收率为85%。对各个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可靠度分析时发现，协同创新机制中测项B6、研发外包模式RO3的CITC值小于0.5，删除该题项后的
[image: image1.wmf]a

值能够显著提升，故对删除上述题项。重新对新量表进行检验，量表的整体
[image: image2.wmf]a

系数为0.72，表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高，最终形成了包含4个变量30个题项的正式问卷。

3.3 数据收集

2009年12月，东湖高新区自批复以来，依托武汉市东湖地区科教资源优势，构建了由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孵化器（加速器）、技术创新平台组成的多层次创新平台，通过有效实施协同创新驱动战略，成为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16年，东湖高新区拥有企业3 215家，营业总收入达1.14万亿元，总产值在所有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第三[3] 在此处补注所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具体页码。东湖高新区的协同创新实践，不仅为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经验，也丰富和发展了区域协同创新理论体系，是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的优秀代表。
本文以东湖高新区为例，主要面向该区科技企业管理人员、高校科研人员和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发放问卷。最终问卷调查采用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网络链接、电子邮件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共随机发放问卷150份，共回收问卷145份，剔除答题时间明显过短（少于60 s）和题项选择明显随意的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22份，有效回收率为81.3%。在被调查对象中，就行业分布来看，互联网与计算机居多，其次是制造业，依次占比24.6%、13.9%，这也是目前科技创新较为集中的两个行业；就调查企业性质而言，国有、民营企业占比较多，分别为49.2%、37.7%，外资和三资企业均占比6.6%；调查对象的岗位分布方面，技术类占比50.8%，其次是管理类占比23.8%，营销类和事务类则分别占比17.2%、8.2%，这其中，有4.1%的调查对象职务是董事、总裁、合伙人、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有23.8%属于部门经理、项目经理等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员工占比72.1%。整体来说，调查样本能较好地反映当前高新区人员构成和总体特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4 结果分析
4.1 信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能够反映研究样本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是一种度量综合评价体系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有效分析方法，通常使用Cronbach’s 
[image: image3.wmf]a

系数来进行衡量。组合信度（CR）是模型内在质量的判别准则，可以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因子荷载量）进行估计CR值。效度分析在于判断研究题项能否准确有效，一般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在问卷正式发放前，征询了专家学者意见，并进行预测试，因此问卷具备了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一般借助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进行效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采用相关矩阵主成分分析，按照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表2展示了测量变量的信度、效度检验情况，结果显示，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
[image: image4.wmf]a

基本都在0.7以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组合信度（CR）系数均大于0.80，表明潜变量的相应观测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内部一致性。另外，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可以直接显示被潜在变量所解释的变异量有多少来自测量误差，表2中展示的各潜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0，表明模型的收敛效度较高。因此，问卷整体上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一步分析。

表2  样本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观测变量个数
	Cronbach’s 
[image: image5.wmf]a


	KMO
	AVE
	CR

	协同创新环境（A）
	4
	0.807 
	0.752 
	0.511
	0.812

	协同创新机制（B）
	6
	0.868 
	0.873 
	0.587
	0.913

	协同创新模式
	战略联盟模式（SA）
	6
	0.866 
	0.840 
	0.628
	0.835

	
	专利合作模式（TP）
	3
	0.698 
	0.662 
	0.535
	0.868

	
	研发外包模式（RO）
	2
	0.820 
	0.709 
	0.588
	0.875

	
	要素转移模式（IF）
	4
	0.856 
	0.724 
	0.653
	0.807

	协同创新绩效（D）
	5
	0.881 
	0.825 
	0.829
	0.922

	Bartlett球形检验
	自由度
	378

	
	Sig值
	0.000


4.2 SEM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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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假设模型基础上，构建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机制和协同创新绩效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见图2），运用Amos 24.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得到模型拟合指标、路径系数估计值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表4）。
图2改正：图内假设变量中字母“A”“B”“D”“e”均改为斜体。
图2  东湖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的结构方程模型
选取学者们常用的指标来验证本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初始模型的适配度评价标准及适配度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结构方程的拟合指数均在可接受范围内，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路径系数结果表明，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绩效和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78、0.182和0.142，且在P<0.05水平上显著，假设H1、H2和H3成立。分析结果说明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机制均能提升高新区的协同创新绩效，协同创新环境对协同创新机制有正向影响，且创新环境对创新机制的影响大于其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这种差异说明良好的创新环境往往并不能直接坐享创新成果，创新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直接明显。同时，也可以初步判断，协同创新环境可能会通过协同创新机制来间接影响创新绩效。

表3  东湖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估计和拟合系数

	路径
	预测值
	S.E.
	C.R.
	P

	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机制
	0.351
	0.178
	5.146
	***

	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绩效
	0.700
	0.182
	3.841
	***

	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绩效
	0.733
	0.142
	1.967
	0.049

	拟合度系数
	
	
	
	

	统计检验量
	适配标准
	适配结果
	适配度

	绝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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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越小越好
	163.264
	可接受

	
	
[image: image7.wmf]2

c

/df
	1~3
	1.877
	良好

	
	RMR
	<0.05
	0.032
	良好

	
	RMSEA
	<0.08
	0.075
	合理

	
	GFI
	>0.90
	0.905
	良好

	增值指数
	NFI
	>0.90
	0.854
	接近

	
	CFI
	>0.90
	9.240
	良好

	
	TLI
	>0.90
	0.909
	良好

	简约指数
	PNFI
	>0.50
	0.707
	良好

	
	PGFI
	>0.50
	0.766
	良好

	注：***表示P<0.001
	
	
	
	


对假设H4中协同创新机制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学者们常用的方法包括逐步检验法、乘数乘积法和Bootstrap方法[50]。Bootstrap方法是一种从样本中有放回的重复取样的方法，很多研究认为其可以代替Sobel法直接检验乘积系数。本文采用抽样2 000次的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可以得到a、b系数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分为百分（PC）位置信区间和偏差校正（BC）后的置信区间，后者的检验力度更高。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若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51]。检验结果说明，无论是BC还是PC的95%置信区间，协同创新环境对协同创新绩效间接效应区间均不包含0，点估计值为0.211，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即协同创新环境通过协同创新机制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假设H4成立。
表4  东湖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
	变量间的关系
	Bootstrapping

	
	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BC）
	百分位95%置信区间（PC）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协同创新环境对协同创新绩效的总效应
	1.137
	0.626
	1.143
	0.628

	协同创新环境对协同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
	0.753
	0.044
	0.760
	0.041

	协同创新环境对协同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
	0.836
	0.271
	0.811
	0.248


4.3 回归分析

为验证假设H5、H6中的调节效用，需要引入多个交叉项，采用层级线性回归的方法验证理论假设。在正式进行回归模型前，首先检验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题，一般使用容许度（Toli）和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表5报告了模型1至模型6的Toli和VIF值。其中，模型1是自变量协同创新环境对因变量协同创新绩效的回归模型；模型2是在自变量基础上增加了战略联盟、技术专利、研发外包和要素转让4个自变量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3、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分别为包含自变量以及调节变量战略联盟、技术专利、研发外包和要素转让4个调节变量的主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在模型2至模型6中，各维度的Toli在0.389~0.990之间，VIF在0.808~2.569间，均在允许的范围内（Toli>0.2，VIF<5），因此可以判定回归模型中各维度之间多重共线性问题对题项各个维度影响不大。
表5中模型1体现在哪里？
表5  东湖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Toli
	VIF
	Toli
	VIF
	Toli
	VIF
	Toli
	VIF
	Toli
	VIF

	协同创新环境（A）
	0.751
	1.332
	0.764
	1.309
	0.846
	1.182
	0.900
	1.111
	0.808
	1.238

	战略联盟模式（SA）
	0.389
	2.571
	0.764
	1.309
	
	
	
	
	
	

	技术专利模式（TF）
	0.458
	2.183
	
	
	0.849
	1.178
	
	
	
	

	研发外包模式（RO）
	0.641
	1.560
	
	
	
	
	0.895
	1.117
	
	

	要素转让模式（IF）
	0.473
	2.114
	
	
	
	
	
	
	0.823
	1.21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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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0.992
	1.00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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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0.990
	1.010
	
	
	
	

	A
[image: image10.wmf]´

RO
	
	
	
	
	
	
	0.961
	1.041
	
	

	A
[image: image11.wmf]´

IF
	
	
	
	
	
	
	
	
	0.933
	1.072


表6给出了协同创新模式对协同创新绩效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模型2表明，高新区的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模式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其中要素转移模式和研发外包模式在多元回归中占比最大（分别为0.253、0.235）,其次是技术专利模式和战略联盟模式（分别为0.189、0.181）。这说明在高新区实际建设中，要更多注意采用要素转移模式和研发外包模式来保证适当的要素转移以适应产业生产。另外，模型3、模型4和模型5依次表明战略联盟模式（
[image: image12.wmf]b

=0.562，P<0.001）、技术专利模式（
[image: image13.wmf]b

=0.340，P<0.001）、研发外包模式（
[image: image14.wmf]b

=0.419，P<0.001）和要素转让模式（
[image: image15.wmf]b

=0.482，P<0.001）对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绩效之间有调节作用。由此可知，协同创新模式正向调节协同创新环境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假设H5、/6成立。

表6  东湖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的回归结果

	变量
	协同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协同创新环境（A）
	0.461***
	0.132**
	0.193**
	0.250**
	0.303***
	0.250**

	战略联盟模式（SA）
	
	0.181**
	0.562***
	
	
	

	技术专利模式（TF）
	
	0.189**
	
	0.340***
	
	

	研外包模式（RO）
	
	0.235***
	
	
	0.419***
	

	要素转让模式（IF）
	
	0.253***
	
	
	
	0.48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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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0.14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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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0.4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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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0.11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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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0.113**

	F
	32.392***
	35.399***
	32.759***
	33.811***
	32.732***
	38.396***

	R2
	0.213
	0.604
	0.454
	0.462
	0.454
	0.494

	
[image: image20.wmf]D

R2
	0.206
	0.587
	0.441
	0.449
	0.440
	0.481

	注：**表示P<0.01，***表示P<0.001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理论假设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东湖高新区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等相关人员开展实证研究，探讨了高新区协同创新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机制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协同创新机制在协同创新环境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协同创新模式的4种类型（战略联盟模式、专利合作模式、研发外包模式、要素转移模式）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所有维度在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绩效中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了建设高新区过程中，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对高新区创新成果起到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良好的协同创新模式的运用已经成为高新区保持持续创新力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东湖高新区实际情况，得出如下启示建议：
第一，全面优化协同创新环境。良好的协同创新环境对协同创新机制和协同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是建设高新区的平台支撑和基础设施。东湖高新区拥有众多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首先要创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优化市场结构，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始终让市场在高新区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是要为持续优化社会环境，建设良好的宏观政策，发挥政府创新基金的调控和引导，专门设计科技园区、孵化器服务平台，简化审批流程手续，促进企业协同创新有序开展。另外，高新区的建设离不开融资机构、科技保险等中介公司的支持，政府方面应当积极引资引智，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人才保障。

第二，积极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创新机制作为链接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的中介桥梁，能够更好地引导创新环境建设，促进形成创新成果，并且良好的创新机制能够提升创新转化效率，从而为高新区持续创新提供支持。首先，庞大的高新区系统需要完善的协同沟通平台，东湖高新区可以建立创新服务市场，为新知识、新技术供求方提供交流沟通平台，减少产学研各主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次，要构建保障协同创新主体间创新成果公平分配、市场风险公平分担机制，加强高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并在东湖高新区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保护产学研各方主体创新积极性。另外，搭建有效的技术互补、资源共享机制，积极整合高新区内外部资源，与其他产业创新园区和周边城市圈形成紧密合作，弥补自身技术知识不足，同时积极开拓创新产品市场。高新区内部则要大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加强集体行为的学习和知识技术共享，从而为高新区共同繁荣提供机制保障。

第三，丰富多维协同创新模式。要发挥多维协同创新模式对高新区协同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促进高新区的资源集聚，从而产生溢出效应。高新区协同创新模式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根据创新环境特点来进行匹配。企业在高新区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企业选择协同模式要基于自身研发能力，从内外组织环境、组织结构、组织目标、知识空间等多种因素进行选择。东湖高新区已经形成了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和高技术服务业竞相发展的产业格局，而这些产业都需要极高的创新产出能力和完整的创新产业链，因此，企业要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价值提升的需求，围绕所需的新技术或新产品，与园区内知识密集的高校、科研院所组成多种形式的战略联盟，从而加快创新速度，降低创新风险。另外，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现代社会，拥有专利、技术许可证就具备了独有的竞争优势，企业在加强自身研发投入的同时，也可以积极向相关科研机构进行专利购买和技术许可，或者与科研机构开展深入合作、共同研发；对于一些行业内普遍性、成本高、盈利低的专业技术，企业可以采取研发外包模式获取新知识、新技术，实现技术和知识的互补。另外，企业还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运用创新资源共享和转移、人才流动和交流等模式来促进内部创新中心的创新要素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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